
嵩 山 文 明 论

赵保佑　 　 张新斌

　　摘　要：据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即是嵩山文明。 该

文明是依托“圣山”的文明，是山与水相结合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明，也是历史时期大古都环

绕的主干文明。 嵩山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在早期文明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嵩山文明是

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的“花心”，铸牢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政体的根基，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魂脉与基因基础，
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地位。 深化嵩山文明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中华文明起源演进的历史规律，增
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文明自信，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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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山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环

境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主源。
经过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持续地探索，嵩山地区的历史在中国早期文

明发展中形成的考古文化序列愈加清晰，其连续不

断的历史脉络也得到较为完整充分的实证，有必要

正式提出“嵩山文明”这一概念，并利用历史文献和

考古资料，梳理嵩山文明的发展轨迹，论定其在中华

文明起源与演进中的历史地位。

一、关于嵩山文明概念的
含义与区域范围

　 　 学界关于“文明”的概念有多重含义，经典的是

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１］ ，国家

是人类社会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

志。 如何判定文明社会？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

出了中国方案。 即“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

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

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

家”。 “‘文明形成’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

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 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
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

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

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

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 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

的标志。” ［２］

嵩山文明，就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地区

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 “天地之中”是中国古

代具有哲学意蕴的思想观念。 《周礼·大司徒》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
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 ［３］ 这

里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均衡，在这样一个地区达到了

天地间的适合，四季间的交会，气候间的均会，阴阳

间的平和，达到了多维立体空间的“中”的平衡。 据

研究，“天地之中”的说法，多以洛阳包括洛、洛地、
洛师、洛邑、洛之邑、洛河之邑、洛水之涯、洛邑之地

等为中心， 实际勘测的地点就在嵩山。 所以《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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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二上记载：“李淳风曰：‘今洛阳

告成县以土圭测天地之中也。’然则四夷之所距，推
此可知焉。” ［４］ 这里讲的就是今登封市告成镇的

“周公测景台”。 “天地之中”，刻意强调了思想观念

上的特殊性，着重关注了本质文化的特质性，重点强

化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５］ ，从而使嵩山在中国历史

上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文化名山，形成了在华夏核

心区独有的以山水而命名的文明。
第一，嵩山文明是依托“圣山”的文明。 在中国

古代文献中，嵩山被称为“天室”，据当代学者邹衡、
郑杰祥、蔡运章等研究，“天室”即指太室山，位于今

河南省中岳嵩山①。 “天室”也就是天神居住之地，
人与天沟通之地。 《山海经·中山经》有所谓“少
室、太室，皆冢也”的说法。 王晖认为：“冢山也就是

宗山，是部族先祖的葬地，也是一个部族祖宗所聚的

圣地。”嵩山，早期称之为崇山、崇高山，“崇山就是

冢山，其本义是先祖神的宗室、宗堂，亦即先祖神所

群居的地方” ［６］ 。 所以，嵩山在中华文明早期历史

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这是其他名山所不具备的。
第二，嵩山文明是山与水相结合的文明系统。

周昆叔在提出“嵩山文化圈”时强调：“嵩山文化圈

的形成是山、水、土、生（生物）、气（气候）和位（地理

位置）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７］ 以嵩山为代表

的“相对独立的几千平方公里的中低山，有多条河

流由该山发源” ［８］ ，这些水包括黄河、淮河、济水的

支流， “ 可 称 之 为 三 水 文 化， 或 称 之 为 山 河 文

化” ［９］ 。 据文献记载，发源于嵩山的黄河水系支流，
包括伊水、狂水、休水、八风溪水、江左川、罗水、湟
水、青龙河、合水与刘水等。 发源于嵩山的淮河水系

支流，包括颍水、洧水、 水、少阳河、双溪（洎）水、
五渡水、平洛水等。 发源于嵩山的济水水系支流，包
括砾石溪水、索水、须水、京水等［１０］６６－７８。 嵩山地

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理现象，在洛阳南部和西

南部山区，有多条沟溪交汇的河流，汇入属于长江水

系的汉水（如白河），反映出由嵩山向四面八方走向

的辐射水系。
第三，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标志

性文明。 在嵩山周围发现有旧石器时代遗存超过

３００ 处、裴李岗文化遗址 １６０ 多处、仰韶文化遗址

３００ 多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４００ 多处、夏代遗址近

百处、商代遗址 １００ 多处。 早期文化连续不断的特

点，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总体上有中心的多元一体

格局［１１］ 。 这个中心就是以嵩山地区为标志的中原

核心区，经历了“约公元前第六千纪初期的裴李岗

文化后期、公元前第四千纪初期的庙底沟类型早期

和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
的三个高峰时期。 “在高峰时期，以嵩山文化圈为

核心的中原腹地一般成为强势中心；在其强力作用

下，中原文化内部的统一性明显增强，对外影响也显

著增大。 在酝酿和低谷时期，中原腹地的强势作用

减弱，中原文化内部的统一性降低，外来影响则显著

增强。 高峰期中原文化的重要作用当然无可置疑，
但过渡和低谷期的中原文化得以有机会博采众长、
酝酿提高，其意义也不可小视。 其实这两个阶段显

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正是在这种有吸有呼的

辩证 过 程 中， 中 原 文 化 得 以 呈 螺 旋 式 发 展 壮

大。” ［１２］嵩山地区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仰韶文化

的双槐树遗址所体现的文明成果，为广域王权王国

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

明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的突出特点。
第四，嵩山文明是王朝时期大古都环绕的主干

文明。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毋远天室”，以
效仿夏人“择中立国”的思路。 他不但“王祀于天

室”，在嵩山举行祭天活动，而且“余其宅兹中国”，
将都城和政治中心放在嵩山附近［１３］ 。 实际上，黄
帝都有熊，夏朝第一都亦即“禹都阳城”，就在今嵩

山南麓的登封境内。 商代“汤都亳”，就是“郑州商

城”，还有隞都在郑州的小双桥，晚商的殷墟就在安

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夏都主要在嵩山的南侧

和西侧，商都主要在嵩山的东侧、北侧。 周初所建的

成周洛邑，仍选择在嵩山的西侧。 北宋时的都城开

封，则在嵩山的东侧。 嵩山成为中国大古都东西轴

线的核心。 嵩山文明这种国都文化的特征，正是其

以嵩山为标志可以称为文明的底气所在。
嵩山文明所涉及的区域，体现了文明演进“变

与不变”的逻辑关系。 “不变”，就是以嵩山地标为

核心的周边不变区域；“变”，就是随着文明演进和

历史时代发展的变迁，其周边外延地区会有所拓展

和变化。
首先，以自然环境考察嵩山文明的区域范围。

在研究嵩山文化圈时，周昆叔将其划分为中心区

（核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 其中，中心区包括嵩

山山体、山麓、山前盆地、山前冲积扇、山前洪积扇、
剥蚀堆积倾斜平原和剥蚀堆积平原。 东接华北冲

积，西接豫西谷地，北临黄河，南抵淮河［８］ 。 张新斌

认为：“古代文献中所界定的‘嵩山之域’，实际上以

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地区为主，这个地区可以称之为

中心区，而登封作为嵩山主峰所在地，无疑应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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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的核心区。 至于北至黄河，西至洛阳市区，东至

郑州市区，包括偃师、巩义、登封、荥阳、新密、新郑、
伊川、汝州、郏县、襄城、禹州等县市，应属广义的嵩

山地区。” ［１０］７８这一地区地理上处于第二阶梯与第

三阶梯之交和中纬度与高纬度之交，气候上处于暖

温带与北亚热带之交，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带，有利于

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成长，形成了时间上横跨十多

万年成体系的人类活动遗迹以及连续不断的考古文

化遗址，基本形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地理空间。
其次，以历代行政区划来考察嵩山文明的区域

范围。 秦代开始正式在全国推广郡县制度。 秦代设

置了三十六郡，其中有三川郡和颍川郡。 三川郡共

辖有 １９ 个县，包括：荥阳、京县、成皋、华阳、巩县

（均在今郑州市辖区），洛阳、河南、谷城、平阴、缑
氏、新城、宜阳县（均在今洛阳市辖区），陕县、渑池、
新安、卢氏县（均在今三门峡市辖区），阳武、卷县

（今新乡辖区），梁县（今平顶山辖区）。 颍川郡共辖

１４ 县，有颍阳、阳城、新郑、苑陵（在今登封、新郑境

内）等，在今许昌市辖区的有 ６ 县，在今平顶山市辖

区的有 ２ 县，在今开封市辖区的有 １ 县，在今驻马店

市辖区的有 １ 县。 西汉时改三川郡为河南郡，先后

属河南郡的县有：荥阳、中牟、巩县、故市、京县、索
县、新郑、苑陵、成皋、密县（均在今郑州市辖区），洛
阳、偃师、平阴、河南、缑氏、新成、谷城、宜阳、平县

（均在今洛阳市辖区），梁县（今平顶山市辖区），阳
武、原武、酸枣、卷县（均在今新乡市辖区），启封、陈
留、尉氏、黄乡、圉县（均在今开封市辖区），卢氏、新
安、陕县（均在今三门峡市辖区），另外还有岐、闲阳

等县［１４］ 。
可见，西汉河南郡所涉及的范围比秦时的三川

郡更大。 东汉魏晋，逐渐在西设弘农郡（多属今三

门峡市及洛阳西部）、东设荥阳郡（多属今郑州市）。
秦汉时的大郡体制，可以看出嵩山两侧长期同在一

个行政区域建制。
综合来看，由于嵩山的地势特征造就了水呈放

射状，其流出的河流，分别流入古河水、淮水、济水、
长江，是国内水网最为密布的地区之一。 所以嵩山

文明涉及的区域范围，涵盖今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的

广袤地理空间。 涉及中心区大致包括今郑州、洛阳、
三门峡、平顶山、开封、许昌、漯河、济源、焦作、新乡、
鹤壁、安阳等，因时段不同向外有所延伸或收缩。 其

核心区就是嵩山腹地郑州和洛阳两市及周边相关

县区。

二、嵩山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
历史脉络

　 　 １．嵩山文明的奠基

以嵩山为中心，方圆约 ２００ 千米，考古文化遗址

达 １６０ 多处，尤以距今 ９０００—７０００ 年前的新郑裴李

岗遗址最为典型，肇始了一系列的文明萌芽。
裴李岗文化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石锄、

石镰、石刀等生产工具，尤以锯齿型石镰、石磨盘棒

最具代表性，还发现有人工培植的水稻和粟，表明其

已由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转变，并已开始圈养猪、
羊、牛、狗、鸡等家畜。 从出土石器和陶器的规模数

量和制造技术上看，氏族成员有了专门的分工。 裴

李岗文化的聚落，面积不大，人们多在临近河边的二

级台地上建造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

的单间、双间、三间房屋。 聚落内房子布局有序，功
能区分有别，设施已见雏形。 聚落内有人工修筑的

排水沟渠，聚落周边也有利用自然沟壑修建的防御

式壕沟。 显然，这些聚落的规划和建设是在一定组

织下完成的。 从出土石器和陶器的规模数量和制造

技术上看，社会组织体系开始形成，氏族成员有了专

门的分工②。
贾湖、裴李岗、莪沟等遗址发现了骨针、纺轮、陶

制蚕蛹等，说明纺织品已经出现，所发现陶器有烹煮

类炊具鼎、甑、钵，盛放类炊具盆、瓮、缸，汲水类炊具

壶、罐，餐具类器具碗、盘、杯、勺、铲等，尤其在贾湖

遗址还发现了果酒类饮品，反映了人类的饮食结构

更加丰富③。 绿松石饰件、玉石管件、石环饰品、陶
制动物、陶塑人头像的发现，均反映当时审美情趣的

提高与艺术水平的发展。 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在龟甲

上、陶器上、骨器上、石器上刻划的文字符号，经古文

字专家考证，这些契刻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惊人相似，
学界多认为，贾湖契刻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贾湖

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

料” ［１５］ 。 贾湖遗址中出土骨笛 ３０ 多支，已经具备

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 “七千多年以前，我们

的祖先在精神文化方面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表明

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在当时与周围地区相比是居于

领先地位的。” ［１６］

裴李岗文化的墓葬都遵从一个方向，墓圹为长

方形土坑，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一般

３—５ 件，最多的超过 ２０ 件。 承担农业生产和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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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男性墓葬，随葬品多为石铲、石镰、石斧、箭镞

等生产工具；从事家务和采集活动的女性墓葬，随葬

品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极个别的墓

葬还随葬有饰品和艺术品④。 裴李岗文化的葬俗从

布局、墓圹到随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是“强调社

会秩序的反映” ［１７］３０。
裴李岗文化在土木营造、聚落组织、农业发展、

制造纺织、文字音乐、审美礼制等方面进行了创造，
一系列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

前到距今 ８０００ 年以前” ［１７］３５，肇始了文明的基本元

素，完成了嵩山文明的奠基。
２．嵩山文明的形成

在荥阳青台遗址发现了 ５５００ 年前的丝织品。
这些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

个品种，且均已染色，而罗的织作技术复杂，织物染

色工艺高超，可见丝绸织造工艺技术已非常成熟。
青台遗址还发现了麻纱、麻绳、麻布残片等麻织品，
出土大量纺轮、骨针、骨匕、陶刀等纺织工具［１８］ 。
在荥阳汪沟遗址也发现了 ５０００ 年前的丝绸遗存；在
巩义双槐树遗址还发现骨雕蚕及与丝绸有关的遗

存［１９］ ，反映出在 ５０００ 多年前当地先民已普遍掌握

了纺织技术，他们植桑养蚕，取蚕丝巧织经纬，农桑

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和重要特征。 灵宝铸

鼎塬遗址群所在地，不但发现了大型中心性聚落，还
有特大型公共建筑基址、特大型墓葬及人工开采的

铜矿石［２０］ 。 同时期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中发现了

铜器残片［２１］ ，系由黄铜固态还原工艺制成，是中国

最早的人工冶炼合金。 距今 ６０００ 年前，人们通过多

年观察已经对天体运行有了基本认识。 濮阳西水坡

遗址出土的龙虎图摆出了天体的意象，“龙虎和北

斗，共同组成了一幅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星

象图” ［２２］ 。 距今 ５３００ 年前后，嵩山地区开始构筑

城池，出现了西山、点军台、龙山岗、大河村、水牛张、
后岗、郝家台、戚城等城址，其中的郑州西山城是迄

今为止长江以北发现的最早城址。 西山城由外环

壕、内环壕、城墙三道防御设施组成，平面呈圆形布

局，面积在 ２０ 万平方米以上。 城墙筑造中，不仅已

经使用夹板、穿棍和立柱等当时最先进的方块版筑

法，而且精心设计了防御设施［２３］ 。 以西山城为标

志，中国城市建设登上历史舞台。 巩义双槐树遗址

首次出现了高台建筑，出现了中轴对称建筑，出现了

“前朝后寝”式布局，出现了主要殿堂下的北斗九星

等天文遗迹，一改此前公共建筑环形布局、不居高临

下的形式，彰显了权力的至尊无上，肇始了后世王

国、帝国时代宫城和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⑤。 所有

这些表明，社会权力机构已经出现，维护权威的“承
天而治”理念、尊卑有序的礼制建筑等已经形成，原
始国家文明开始登上人类社会舞台［２４］ 。 “双槐树

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

表明，距今 ５３００ 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

距今 ５８００ 到 ５５００ 年期间铸鼎塬遗址群所看到的状

况更加严重。 因之，李伯谦最先将这一阶段的黄河

中游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称为‘河
洛古国’。” ［２５］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

象，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构造悬殊明显，中心聚落规

模宏大，建有防御设施的城池或环壕，形成了林立之

势，城址群的出现说明等级和阶级关系的产生。 单

体聚落内部的等级化、分层化也十分明显，高规格建

筑出现，部落内部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比

较明显，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现。 嵩山地区在这一时

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有的发展模式：以“天人

合一”为原则，注重社会与环境的和谐；以“祖先崇

拜”为手段，注重血缘关系的架构；以王权为核心，
注重人类社会发展；以礼乐文明为规矩，突出社会秩

序的稳定。 形成了尊贵轻富、尚朴重礼、倾力民生、
注重家国的社会时尚，种下了中华文明“轻宗教而

重民生”的基因。 因此，生产力进步、社会分化、古
代王城的出现，表明嵩山文明已经形成。

３．嵩山文明的辉煌

距今 ４５００ 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红山、良渚、海
岱、甘青、屈家岭等文化，都没能再向更高层次发展、
向更广阔范围推进，而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成就却

在嵩山地区汇聚、碰撞后开始蝶变。 嵩山地区开放

包容的胸怀最大限度地吸收接纳了各个文明中的精

华，一个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广域政治、文化共同体

逐渐形成。
距今 ４０００ 多年前，融汇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

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夏王朝在嵩山地区正式建立，开
始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 在环嵩

山周边，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 ４０００ 年前至 ３６００
年前的王城岗、瓦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被认为是

夏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都城遗址［２６］ 。 特别是二里

头遗址的文化“已经不再是初级形态的文明了”，
“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

青铜牌饰、陶封口盂等对外有广泛传播。 这些并非

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 所以，它们传播

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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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播散。 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再

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

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
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２５］ 。 距今

３６００ 年前，商王朝推翻夏王朝先后在嵩山东北部的

郑州、安阳等地建都，将文明发展推向新的辉煌。 商

王朝形成了立体权力体系，建立了宗法制度，文字已

经成熟，典章已经出现，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在商朝基

本成型。 公元前 １１ 世纪，推翻了商王朝的周王朝，
为使政治中心居于“天地之中”，而在嵩山西北建立

了新都洛邑，不但放置有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
也驻有称为“八师”的军队。 西周王朝在殷商文明

的基础上，弱化神治，强化礼制，形成了中国文化发

展的又一座高峰。 周朝实行分封制，封国几乎遍布

中国核心地区。 东周时期，洛阳成为正式都城后发

展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之都与商业之都。
夏商周三代，以嵩山文明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文

明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内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

特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夏、商、周、汉、晋、北魏、隋、
唐、北宋等在嵩山地区有 ３０００ 多年建都史，有汉武

帝、魏孝文帝、武则天等帝王 ７３ 人次登临嵩山祭祀

封禅，嵩山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是其他名山

所不具备的。 所以，嵩山文明为“多元一体”的中华

文明谱写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华章，始终是中华“一
体”的核心主干，成为中华文明辉煌发达的代表。

三、嵩山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１．嵩山文明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的“花心”
“花蕊”

中原文化区的概念系严文明首先使用。 他在研

究中国文明的多元发展格局后，对中原文化区在中

华文明中的位置做出形象描述和定性判断。 “这五

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

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

心。 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

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

用。” ［１１］嵩山文明即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为

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 严文明的观点是对中原文

化区原生文明作用的论定，也是对嵩山文明地位作

用的肯定。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论证实：
“重瓣花朵”的“花心”是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和社

会内涵的；“重瓣花朵式” 格局中中原文化是 “花

心”，“重瓣”是指中原周围有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文

化圈。 周边地区环绕中原，形成“重瓣花朵”的格

局，中原地区不仅是地理上的“花心”，也是文化发

展的引领者。 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跌宕起伏的波浪

式演进历程中，虽然受到来自东西南北各种文明的

不断碰撞和冲击，其“花心”位置持久保持，不曾被

撼动与替代。
作为“花心”，嵩山地区周边的文化在辉煌后进

入沉寂衰落阶段。 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和夏

家店下层文化已经失去了红山文化的光辉。 良渚文

化之后的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时代虽然前后相接，
文化面貌却缺乏承袭关系。 马桥文化、湖熟文化遗

址的分布密度、居址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

水平，又都远低于良渚文化。 湖北的石家河文化最

初也是一片灿烂，但由于神权支配一切，人为环境破

坏造成了生态危机，进而引发政治危机。 山东龙山

文化从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王权高于神权，可谓勃

勃生机。 距今 ４０００ 多年前，黄河、长江、淮河、海河

等流域出现降温和延续多年的特大洪水，黄河下游

和长江下游一带灾情严重，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浙良

渚文化发展一度中止⑥。 中原地区虽然也受到很大

影响，但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却不大敏

感” ［２７］ ，因此其文化更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
社会发展速度更快。

二里头文化作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花心”，其中

心地位更是无可替代。 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考古

学发现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证实，司马

迁“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确为信史。 夏商王

朝是处于“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 西

周王朝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有短暂的西移，但随后

周平王东迁洛邑，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很快回

归“天地之中”，此后，中原嵩山地区的“花心”地位

便十分稳固且长期延续。
２．嵩山文明筑牢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政体

的根基

“大一统”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也
是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的

一个突出特色，与王权统治、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

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措施等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在华夏民族自然融

合基础上自然形成的。 五帝时代，嵩山地区以黄帝

及其家族后裔为核心的融合，形成对本族裔部落和

其他部落的“一统”局面。 后夏禹把不同的部族分

封到九州不同地区，并要求诸侯“祗台德先，不距朕

行” ［２８］ ，“大一统”思想由此孕育起来，中华民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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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数千年而不绝的家国情怀便开启了源头。
夏、商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了宗族内核心

者的身份，大小宗制明确了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

得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秩序。 西周时期施

行分封制，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天下政治形成了统一

制度，正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２９］ 。 三代的政

治实践证实，中国“大一统”政体雏形初现。 秦始皇

横扫六合，统一中国，不仅开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历程，还实现了国家在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一统，不仅疆域统一，而且“车同轨，书同文，行同

伦” ［３０］ 。
“大一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

政治理念，是中华文明 ５０００ 年绵延不绝的支撑所

在，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精神所系。
３．嵩山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历史上的嵩山地区长期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
化的中心位置，也是不同部族融汇的大熔炉，中国历

史上的若干次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两次是在嵩山

地区进行的。 第一次从夏商周开始，经春秋战国到

秦汉，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华夏部族后裔与古羌、
夷、苗蛮、巴蜀、百越、西南夷融合为汉族。 秦汉大一

统的政治、经济形势，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

民族分散的状态，西汉宣帝时，汉族正式形成。
第二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 北方的

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与中原

地区各民族融合，他们不断吸收融合汉族的文化习

俗，为了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同时大量的

汉族人迁徙到了东南地区，加速了与百越民族的融

合。 隋唐时期政治统一，嵩山地区的经济实力更加

强大，文化更加繁荣，高度的文明增强了周边各族的

向心力，全国各族各地区间政治联系紧密，经济文化

交流密切，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广度和深度上

都超越以前。 因此，从“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

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
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

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 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

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 汉族继

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

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

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

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３１］ 。
４．嵩山文明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魂脉与基因

文字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也

是嵩山文明的独特贡献。 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骨
器和石器上，就有一些近似于文字字形的契刻符

号［３２］ 。 据研究，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文

字，“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并以类似于

‘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 ［３３］ 。 郑州二

里冈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刻有 ３ 行 １０ 字。 郑州

小双桥祭祀坑中发现的小型陶缸表面或内壁有朱书

文字，其文字内容可分为数目字、徽记类和祭祀短语

类［３４］ ，其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

在明显的承继关系。 人类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的

文字都早已泯灭不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发展中，遗
址中也发现有类似原创文字的刻画符号，但只有嵩

山文明在演进中产生的文字系统延续下来，构成中

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传统学术的重要

研习对象，助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赓续［３５］ 。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传说上古时

期伏羲氏时有龙马背负“河图”出于洛阳孟津，大禹

时又有神龟驮“洛书”现于洛河。 伏羲因“河图”而
演八卦，大禹依“洛书”而定九州。 “河图洛书”这两

幅神秘的图案，凝结了嵩山地区古代人民的超凡智

慧，被视为嵩山文明河洛文化的滥觞。 《周易》是诞

生于嵩山地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一部经典，是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
是华夏先民思想、智慧的结晶。 “河图洛书”是儒家

经典《易》的来源，也是儒家学派的根本，延伸儒家

的哲学基础。 东周时期出现了诸子崛起、百家争鸣

的局面。 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等各家思想在

嵩山地区激烈碰撞，相互吸引，展示出各学派文化势

力的消长，极大地繁荣了中原区域的思想文化。
思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魂脉所在。 儒家思想的

哲学积淀来源于中原的“河图洛书”，礼乐思想源于

周公在洛阳创制的周礼。 孔子带领他的弟子在嵩山

地区周游 １４ 年，儒家思想在中原大地上形成并广泛

传播，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原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

“显学”。 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
家经典和其思想形态在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文明构

建中付诸实践，儒学思想成为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制

度稳定和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北宋时，程颐、程
颢以儒学为核心，充分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精

华创立洛学，在嵩阳书院讲学，使洛学得到快速传

播。 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后经朱熹发展到

极致，程朱理学成为此后最有影响力的、占据统治地

位的哲学系统。
文化原典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华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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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智慧的精华，是根性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元典文

化中《诗》《书》《老子》 《庄子》 《墨子》等，多发源于

嵩山地区。 佛学传入中国最早在嵩山地区生根，在
少林寺产生顿悟成佛的禅宗；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

在嵩山地区完成改革，使嵩山地区成为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的策源地。 中华文化中敬天法祖、道法自然

的历史观，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宇宙观，以人为本、
自强不息的世界观，有容乃大、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尚中求和、和合共荣的发展观，无不与创生于“天地

之中”的诸子思想相关联。
由“河图洛书”所形成的系统整合思维方法，视

天人为一体。 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和
合共生”的价值观，以及强调和谐、理性、永续发展

的制度体系。 嵩山文明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天人合

一”永续发展，这一核心是嵩山文明的价值追求，也
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命题之价值传统。
“天人合一”之道统与“大一统”之正统，根植于中华

文明的系统整合思维和理论传统之中。 嵩山“天地

之中”的空间位置，使先民们在中国传统的五方观

念中意识到“中”的重要性，使“居中而吉” “居中而

治”的传统政治文明理念逐渐形成。 《论语·尧曰》
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３６］ ，以地中为中心

的“中域”“中土” “中国” “中原”政治地理概念，就
显得十分重要。 “居中而治”传统政治观确立之后，
王都位置、王居位置便有所遵循，后又引申出“中
正”“中庸”“中道”“中和”，使“中”具有了哲学的意

义，“中和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系统整体思维传统中

的理论瑰宝。
总而言之，嵩山文明是以“天地之中”中岳嵩山

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文明，是依托“圣山”、以嵩山

为标识、山水相结合的原生文明，其文明化进程形成

了连续不断的考古文化序列：新密李家沟文化起

源—新郑裴李岗文化奠基—仰韶文化确立—夏商周

王国文明一统—秦汉唐宋帝国文明繁盛，文明的发

展进程演绎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

分工和社会分化、阶级分化、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

权和国家繁荣的全过程，显现出中华文明主源、历史

发展主脉的核心地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中，深化嵩山文明的研究，对于深入探寻中华文

明起源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增进中华民族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文明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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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２ 期；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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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绝唱》，《郑州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王巍：《听首席专家讲述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东方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⑥宋豫秦等：《中国文

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９７—２２２ 页；王
巍：《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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